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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眾媒體往往被視為建構社會圖景和集體主體性的場域。本文通過對1982

至2018年間有關香港農業的媒體論述，包括報章、電視節目和另類媒體中的報導

進行文本分析，並輔以必要的訪談，試圖考察在新自由主義治理的環境中，另類

的主體論述如何在農業空間中生成，以及這種論述在多大程度上挑戰了資本主義

霸權。論述分析的結果表明，香港的農業論述在2010年以後明顯受到源於都市社

區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念的影響；而後物質主義通過提倡建立有別於新自由主義

的社會關係和空間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公共論述對香港農業的社會想像，

儘管其論述自身並沒有形成內部一致的價值聚合。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　後物質主義　媒體論述　香港農業空間　另類主體性

隨着上世紀70年代城市化浪潮席捲香港新界的鄉村地區，香港農業的生

存空間大幅萎縮1。官方資料顯示，2018年，香港約有4,300位農夫以及約

2,500個農場，其產出的蔬菜量僅佔本地消耗量的1.8%2。雖然跟市區一樣，

農業空間亦要面對高地價政策或者所謂「地產霸權」的衝擊3，但是在不少香

港市民眼中，新界的鄉村不過是香港的「田園綠帶」4。相應地，自農業式微

以來，只有零星媒體報導關注本地農業。然而，2009年「菜園村事件」發生之

後5，關於農業的論述大大增加，主流媒體給予香港農業與其耕作規模相比

顯然不相稱的較高關注度。

2014年上映的商業電影《竊聽風雲3》就折射了近年來香港社會主流論述

對農業空間的認知和想像發生的明顯變化。故事聚焦香港鄉郊地區的土地買

從新自由主義到後物質主義
——香港農業空間的媒體論述轉向

● 黃佩映

＊	本研究改自筆者博士論文的部分章節，在此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李立峯教授對論文的指

導。同時，感謝學友卞冬磊、袁光鋒、王薇對中文文稿提出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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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將新界鄉村中洋溢着父權色彩的宗族制度以及紛亂的土地管治狀況暴露

無遺。有意思的是，在影片的最後，吳彥祖扮演的電腦黑客角色選擇留在新

界開墾農地。而這一結局恰恰反映了香港社會對農業空間認知變化背後的重

要原因之一，即少數的香港城市青年透過菜園村事件了解鄉村議題後，選擇

留守鄉村從事耕作，或者參與和本土農業復興有關的工作。這些農業青年結

成若干個小型的農業社區組織，積極向公眾傳達其理念，甚至藉此反思作為

香港資本主義霸權核心論述的「中環價值」6。就行動方式而言，農業青年的

實踐，出現了夏循祥在考察香港灣仔利東街居民反對市區重建計劃的社區行

動時提出的運動邏輯，即當地居民與草根組織、表演者和專業人士實現聯動， 

通過自主拍攝的影像作品、藝術展覽等吸引媒體和公眾的注意，形成一股具

有「生產性和建設性的合力」7。事實上，菜園村事件之所以得到眾多主流媒

體的關注，一股重要的推力就在於民間紀錄片團隊將其製作的影像放到網上

傳播8。活躍的農業群體除了通過主流媒體和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引

起社會關注9，亦相繼出版了多本與香港農業相關的書籍，內容囊括了農夫

的故事、農業的歷史與現狀分析，還有實際的操作指導bk。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質疑有關鄉村生活方式的浪漫化論述。郭恩慈就表

明這種反對發展主義的追求最後可能落入「社群生活的拜物主義」bl。青年在

國際大都市的環境中選擇務農，到底只是在不反對霸權的前提下踐行一種懷

舊的、烏托邦式的想像，還是有效地建構了一套反資本主義霸權的主體論

述？事實上，基於對香港農業報導的分析以及與農業群體的訪談，筆者發現

甚少人出於對昔日鄉村社群生活的嚮往而投身農業實踐。可以說，和可溯源

至上世紀80年代末「愛鄉返土」並延續至今的台灣農藝復興運動類似bm，香港

的農業群體身份各異，各有其表述與立場。整體看來，他們的訴求相當複雜

和多元，而且他們未必是新界的村民或者農業的直接生產者，而是以全職或

者兼職身份從事農耕或者與農業相關的公眾教育。此外，與始於上世紀60年代 

中期的日本有機農業運動類似bn，香港的新式農業實踐植根於社會價值觀念

的轉變，而且與農業之外的領域或者社會議題如環保、生活方式、城市保育

等息息相關。有些參與者為了綠色的健康生活創辦農場，譬如早在1980年代

末建立的「綠田園」；有些參與者來自一些環保組織，如「長春社」；有些人本

來就生於農家，在市區求學或者打拼過後回到新界鄉村，並且致力於提高農

業技術和產量bo。

值得注意的是，媒體論述不僅折射社會變遷的過程，更是各種社會力量

爭奪意義建構的舞台bp。本文選擇農業——一個在香港的現實經濟層面相對

次要的領域作為研究的切入點，更多是出於一種理論層面的探索，即理解一

種不止求「破」、更是求「立」的反霸權論述如何生成。階級鬥爭這類傳統的反

霸權社會行動隨着後工業社會的到來而遭遇冷落，社會分層日趨多樣令政治

陣營失去了明確的階級基礎構連bq，反霸權行動亦轉入強調價值觀念與情感

的「新社會運動」方向br，2006和2007年間香港的保衞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

社區行動便是一例bs，而以菜園村事件為源頭的關於農業空間的保育論述，

也被認為是城市保育運動的延伸bt。跟以往關於反霸權行動的研究重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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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動員方式不同，本文着眼於更長遠的論述變遷，並且以力量薄弱但持續較長

時間的農業論述為例，從中反思一種反霸權論述所建基的價值觀念何以能夠

建立起來。在一定程度上，當相對邊緣的農業議題得到了不相稱的關注度，

這一現象自身已經表明了社會價值觀念的某種轉變，即愈來愈多人期待建立

有別於當下體制的另類生活方式。由此可見，這一相對次要的議題一定程度

上彰顯了更為深遠的價值與意義。具體而言，本文將通過考察上世紀80年代

以降香港主流媒體以及2010年後的另類媒體有關香港農業的論述，探討農業

空間中不同立場的參與群體之間的論述競爭，進而反思另類的聲音在多大程

度上挑戰了資本主義霸權的論述。

一　新自由主義、後物質主義與主體的重構

（一）論述、權力與新自由主義治理

上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這一概念通過媒體專欄傳播到香港ck。

其時，世界多地已然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cl。其中一個表現便是傳

統農耕經濟領域的小農轉型成為符合新自由主義經濟運作邏輯的「企業家」，

譬如芬蘭的農業政策就有意識地促進這一主體的改變cm，而這一時期的港英

政府對待農業的態度亦有所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港英政府通過開展農

業合作運動這一經濟配置手段，維持新界農業生產秩序、農村基層的有效組

織乃至社會的穩定，然而到了70年代末，合作社轉變為「市場代理人」cn，反

過來壓迫農戶。不過在農業捲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同時，傳統的農民群體

亦謀求另類的發展道路co。且不說這些反抗新自由主義治理方案的行動究竟

有甚麼成效，媒體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覷。譬如，1999年法國的

農民聯盟（Confédération paysanne）和奶農因反對美國將注射了生產激素的牛肉

進口到歐洲，以及不滿美國對羊奶芝士的進口稅收方案，搗毀了一家在建的

麥當勞餐廳，剛開始法國媒體將這一行動描述為暴力的非法行為，然而當農

民組織的行動者被捕後，法國媒體轉而賦予這些農民行動以反對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的象徵意義，法國的農民群體因而成了對抗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自治

文化傳統的代表cp。

然而，本文無意如傳統的農民學那般深究農民作為一個從屬階級如何反

抗農業資本主義和權力治理機器cq，畢竟從屬階級的身份並不必然意味農民

否認資本主義的霸權地位cr。本文並沒有將農民視為一個有清晰邊界的身份

群體，反之，就如上述所言，香港的行動者不斷重構農夫或者農民的身份內

涵。在香港的案例中，農業群體正是通過展示農夫可以如何生活、農業空間

可以如何使用，打破固有的意義／知識生產方式，從而獲得反霸權的主體性，

挑戰資本主義霸權。

在進行經驗探討之前，我們有必要扼要說明論述（discourse）與權力的 

關係，即論述如何具有塑造主體的權力，它是如何成為霸權以及反霸權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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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基於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生產知識一說，學界一般認同所謂的

「論述」乃是由具體歷史脈絡中的權力關係所建構cs。除了建構現實，論述實

踐亦推動了社會的知識、信念變遷ct，以及影響個體的社會認知dk。受福柯

影響，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大抵認為論述通過選擇的機制布展其

權力，如通過語態、主題、措辭等的選擇來進行區隔或者構序dl。而新自由

主義的權力之網帶來了何種論述實踐，亦是這一脈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福

柯就曾表明，新自由主義將個體視為「經濟人」或者「自我企業家」dm，即個體

被要求將自身視作資本、生產者和收入的來源。如果說在英美等國家，其悠

久的市場經濟環境有利於催生這種觀念，那麼在其他後發的地區，媒體論述

就扮演了更突出的引導者角色。譬如蘇聯解體後，積極的「經濟人」論述實踐

在俄羅斯的新自由主義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dn。而香港政府在1990年代

便積極採用企業型都市的論述，如推動香港的國際都會品牌形象計劃do。許

寶強就指出香港在90年代末經濟衰退以來，主流媒體論述將人視為「人力資

源」，大力鼓吹培育市民的「經濟素質」，主流媒體除了吹捧商業社會的成功人

士外，在政府削減福利保障時，還拋出「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養懶

人」這種污名化的措辭dp。那麼當這種宣揚「中環價值」的「自我企業家」主體

論述成了主流的社會觀念時，香港的主流媒體會以何種方式論述農業群體？

會因其不符合香港社會的商業需求而將其完全撇除，抑或將所謂的「企業家 

精神」加於其上？

（二）後物質主義價值與主體的重構

從理論上來說，抗衡新自由主義主體論述尚有出路。福柯雖則強調權力

對行為的引導，但亦曾探討建立自我的可能性，而且他將希望寄予經驗的層

面dq。換言之，若要抗衡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論述對生活經驗的滲透，用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話來說，行動者需要用「新的規則和新的解釋」

去改變人們經驗世界中的所謂「感覺結構」dr。香港在上世紀末經歷金融風暴

以後，新自由主義那套努力爭取向上流動的社會論述遭受了挑戰ds。許寶強

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香港社會已經有人開展了小型的經濟生活變革

實驗——提倡非資本主義的「社群經濟」，鼓勵形成可持續的交換市場，並且

舉辦社群活動，強調社群關懷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dt。在這種背景下，香港

的主流媒體是否給予這些另類經濟生活方式以發聲的空間？如有，這些另類

生活如何被論述？值得注意的是，與許寶強所討論的社群經濟實踐不同，香

港農業空間的活動並不局限於經濟領域。事實上，農業論述之所以在公共領

域佔有一席之地，離不開菜園村事件後少數青年人留守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

以及農業論述的傳播。為了更具體地探討農業空間中存在的主體論述，本文

嘗試從城市保育運動背後折射出來的觀念轉變開始談起。

2011年一項關於香港社會價值變遷的研究指出，青年人日益支持「後物質

主義」（post-materialism）價值、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體制ek。亦有學者在另

類媒體上發文表示，農業實踐的社會背景是香港進入了後物質主義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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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術論文 「明顯地，香港走進了一個新時代，是後物質主義。人們重視的不是物質、金

錢、地位；反之是快樂的，是另類的交往」el。更重要的是，有實證研究表明

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在香港得到愈來愈多的討論。李立峯與鄧鍵一發現，儘管

「後物質主義」是一個學術概念，卻在香港的大眾媒體上頻頻出現em，而李立

峯亦通過調查指出這一代青年人日益傾向於後物質主義價值en。有鑒於此，

本文嘗試用「後物質主義」這一術語來指稱農業空間出現的反對新自由主義的

論述。需要說明的是，之所以選擇這一詞彙並非因為農業群體自身將其作為

口號，而是基於整個公共輿論環境對類似的實踐行動所體現的價值觀念的概

括。在此意義上，如何命名農業空間的主體論述並不重要，「後物質主義」的

說法只是提供一個可能的討論方向，或者一個比泛泛而談的「另類」價值要更

為具體細緻的方向。

與「經濟人」論述假定的經濟理性相反，「後物質主義」概念的提出者英高

赫（Ronald Inglehart）認為後物質主義強調生活品質、歸屬感與個人的終極發

展。他的學說建立在物質充裕、經濟安全、教育擴張的後工業社會之上，在

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可能會因為浸淫在與上一代人不同的生

活經驗中而更多表現出後物質主義取向的價值觀念，比如追求美麗的城市／自

然、更有人情味的社會、在工作和社區生活中有更多發言權、社會尊重人的

自由和理想等eo。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社會環境與英高赫學說的前提有

所不同。雖然香港在1980年代已邁向後工業社會，但是90年代以來經濟開始

衰退，而且知識經濟發展有限，以至於有學者形容這是一個「沒有憧憬的後工

業主義」社會ep。換言之，香港的青年人置身於不穩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這

一說法亦呼應了李立峯認為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主義取向並非建基於物質層

面上安定的個人生活，他進一步指出，以往關於後物質主義的研究側重考察

人們對社會發展的整體看法，而非關注個體在自身生活層面所持有的觀念，

而實際上，人們作為獨立的個體，可以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持有後物質主

義取向的社會發展觀念eq。

需要補充的是，杰克曼（Robert W. Jackman）與米勒（Ross A. Miller）就曾

質疑英高赫所構建的「後物質主義」概念自身並沒有形成一個所謂內部一致的

文化聚合er。然而，這恰好符合香港農業群體身份多元、各自表述這一特點。 

問題在於這種內部沒有統一框架的論述如何能建構一種新的主體性？斯科 

克波（Theda Skocpol）早已提醒我們不能帶着目的論來看待集體行動——即認

為人們必然會在舊有的意識形態（如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失去效力時，有意

識、有目的地重建另一種時代共識，而應該看到多種不同的社會力量有意無

意地發生了所謂的「接合」es，在各自表述中推動新價值觀念的傳播。

而反霸權論述的傳播需要部分覺醒者率先建構新的主體論述，即如洪席

耶（Jacques Rancière）所言那般，讓那些「無分之人」（who have no part）重新進

入公眾視野，「連結或者切斷現存的經驗構序中不同的領域、地區、身份、職

能以及能力」et。換言之，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需要打破並重建經驗認知

的組合，但這僅僅是在判斷或者推理層面的理論建構。為了闡釋在經驗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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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持有不同表述的差異個體如何取得共同的感受從而實現聯動，本

研究亦參考了德勒茲（Gilles Deleuze）提出的以形象訴諸肉身的方案，審視文

本的形象元素潛在的創造身體感性體驗的能力。換言之，本文除了從理性層

面考察論述的運作邏輯，亦關注視覺形象創造出來的、直接作用於身體的情

感體驗，反思其帶來的強烈的在場感或者共感fk。實際上，就有學者在研究

香港青年的後物質主義實踐時指出「情感」（emotion）或者「情動」（affect）在論

述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fl。簡而言之，後物質主義主體的論述不僅牽涉

到各種論述要素之間如何形成新的規則和新的解釋，亦觸及這些要素如何通

過情感進行連結。

二　研究方法與問題

（一）資料來源與方法

本文分析的香港中文報刊資料出自「慧科新聞資料庫」。為了對比不同年

份的論述變遷，本研究以「香港農業」為關鍵字，查閱了自1998年1月1日至

2018年12月31日的相關報刊文章。初步的搜索結果得到了1,162份報導。整

體瀏覽這些報導後，筆者清除了僅僅談及飼養豬、雞、魚方面問題的條目和

將「香港農業」作為機構名稱使用的報導，最後得到645份相關度較高的報刊

報導。

此外，本文的分析素材並不局限於文字媒體，還包括電視節目等其他媒

體文本。影視類的媒體文本綜合了視覺與聽覺等元素，比起要求知性層面理

解的文字內容，更直接地在感性層面傳遞信息、表達立場。需要說明的是，

本文參考的電視節目資料主要出自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提供的視聽類電子資

源fm。具體而言，以「農業」為關鍵字，以「本地電視節目」為搜索條件，結果

顯示館藏的相關資源中最早的節目始於1982年10月3日。筆者進一步將搜索

的區間劃為1982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結果得到347集電視節目。

筆者瀏覽了每個條目附帶的文字概述後，首先篩除了與香港農業無關的節目。 

接着，通過初步的觀看，剔除了僅僅談及飼養豬、雞、魚方面議題的電視節

目內容，以及那些與農產品、農地或者農民議題無關，只是因為內容涉及可

持續發展（如新能源開發、保護動物、珍惜資源）和土地用途（如公共房屋）而

被系統識別為與農業相關的條目。最後，得到105集用以分析的電視節目內

容。這些節目主要由三家不同的機構製作，分別是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香港

電台、商業機構的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fn。

在主流媒體以外，筆者亦以非系統的方式跟蹤另類媒體和網絡媒體對香

港農業的報導，同時參考與香港農業相關的電影或紀錄片資料，包括獨立紀錄 

片《收割，開路！》（2015）和《鐵怒沿線》（2016），以及商業電影《竊聽風雲3》

等，並且採訪了《收割，開路！》的導演。此外，本研究查閱了香港漁農自然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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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學術論文 理署（前稱「漁農處」）自1951年以來的年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有2001年

以前的資料，2001年後的資料可於官方網站查閱）和該部門委託廠商完成的諮

詢報告、蔬菜統營處官方網站公開的年報和周年特輯、規劃署官方網站關於

農地的資料、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官方網站關於社區園圃的資料，以及立法會

官方網站關於農業、農地和農民議題的資料等，以便更準確地了解香港農業

的發展歷史fo。

在論述分析的具體路徑上，本研究主要參照了社會學家甘遜（William A. 

Gamson）和他的合作者的分析方法。具體來說，本文假設認同新自由主義價

值觀的人與支持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運用不同的論述規則闡釋他們的日常

經驗，相應地，這些論述規則建構了表達其立場的「論述包」（package）fp。甘

遜等人一般通過廣泛閱讀特定議題的媒體文本，識別這些文本所採用的架構

策略，譬如隱喻、典範、標語、描寫和視覺圖像fq，並且進一步分析特定論

述所構連的權力關係或者意識形態。一方面，和費爾克拉夫等人的分析路徑

相似fr，甘遜等人採用的論述分析方法關注修辭的策略；另一方面，他們對

文本進行基本的量化考察，例如某個用詞的頻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

以往批評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由於缺乏系統的語言證據而衍生

解釋片面的問題fs；而這一分析方法之所以能夠展現分析的深度，潘忠黨認

為在於其要求研究者「對議題及其相關的社會行動者做歷史的和社會學的詳盡

考察，以此建立研究者解構文本所必須的知識背景」ft。

本文對香港社會語境的解讀離不開筆者在2015到2017年間（主要集中在

2015到2016年）進行的田野考察，以及與農業群體中多位相關行動者進行訪

談所積累的知識背景。正是基於這些前期的考察並且結合已有的更廣泛意義

的香港社會研究的文獻，提出了香港社會出現後物質主義轉向的假說。接下

來的研究分析將通過反覆閱讀農業議題的媒體文本，識別文本中所採用的架

構策略，對分別代表新自由主義和後物質主義論述包的元素進行量化的考察， 

並且進一步考察媒體論述與社會實踐的關係。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本研究在

媒體文本分析過程中借用了甘遜等人的闡釋方法，但是論述包這個分析工具

本身假定了連貫組織的論述框架，即透過框架整合論述包中的諸要素，而忽

視了各要素之間的矛盾，而這一假設對於反霸權的論述而言未必成立，畢竟

反霸權的論述背後有着諸多缺乏統一組織的「個人行動框架」gk，而且存在偶

然的論述接合。

（二）研究問題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探討上世紀80年代以降香港主流媒體在論述香港農業

空間時呈現的集體主體性，以及媒體的論述運作與香港整體的社會實踐之間

的關係。具體而言，本文圍繞以下問題展開分析與討論：一、主流媒體是否

呈現了香港社會的新自由主義價值和後物質主義價值？二、如是，這些媒體

文本具體運用了怎樣的架構策略？三、不同的論述包之間是否存在角力關

係？四、農業論述對於香港這一都市社會的意義是甚麼？換言之，這些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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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揭示了香港社會怎樣的現實境況？前三個問題將會在接下來的媒體文本

分析部分進行回應，最後的問題將在結語一節進行討論。

三　主流媒體的香港農業論述概況

為了對主流媒體視野中的香港農業論述有大致的了解，本研究首先對篩

選出來的645份報刊資料按照刊出的年份和篇數進行統計。從圖1可以清楚看

到，2010年後香港農業論述顯著增長，並且在2015年達到了頂峰。2010年恰

恰是菜園村事件後兩個提倡香港農業保育的團體「生活館」和「馬寶寶社區農

場」相繼成立的年份。而出現最高值的2015年亦與香港政府推出新農業政策諮

詢文件（2014年12月29日發表，諮詢期至2015年3月31日）的時間大致重疊。

考慮到菜園村事件的部分參與者擁有參與城市保育運動的經驗，這一論述轉

變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帶有明顯後物質主義色彩的保育運動延伸到香港的農

業空間。而2015年的峰值表明新農業政策對社會變化作出了回應以及公共論

述對政策變化亦作出了反饋，即2014年12月政府公布政策諮詢文件後，政治

傾向不同的媒體，如《文匯報》、《信報》、《明報》以及《蘋果日報》等報章均對

新農業政策發表論見，這也就表明了香港農業不再被擱置於歷史記憶的角落

中，也不再局限於小圈子的生活實驗，而是被提上了公共議程。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圖1　香港農業論述報導篇數、兩類論述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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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反覆閱讀媒體文本後，嘗試抽取兩組措辭作為新自由主義和後物質

主義論述包的架構元素，並對此進行量化的考察。「效益」和「生意」是新自由

主義價值的「經濟人」的常見表達。相對而言，指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修辭

則比較分散多樣。雖然民間的農業團體不乏提倡「社區農業」，但是「社區」字

眼亦常常用於「社區中心」、「社區組織」乃至「社區大學」這樣的搭配。為此，

本研究採納「保育」一詞為分析對象，同時將保育運動中常見的情感修辭「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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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學術論文 作為另一個參考對象進行統計。不過，筆者發現有些報導站在否定的立場談

論新自由主義或者後物質主義價值觀，例如，有文章斥責「香港的城市發展 

往往只注重經濟效益，忽略居民的訴求和需要，肆意清拆破壞有價值的老街

老店」gl，而其中的老店就包括在市區內經營的菜種行；又如地產界人士施 

永青亦發文，直言「香港是不應該為了保育農業，而放棄在新界發展新市鎮

的」gm。為此，本文進一步以（P）表示該詞與其所屬的論述包立場基本一致，

以（N）表示該詞與其所屬的論述包立場不一致，而計算總和的時候只看用詞

歸為（P）類的頻數，從而更準確地計算不同論述包要素的出現頻率。此外，根

據已有的文獻，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強調有人情味的社區，而且在香港的語境

中，地產霸權理應成為其中一個反抗對象。因此，本研究將「人情味」和「地產

霸權」作為額外的參照對象進行統計。

表1　香港農業論述的用詞及其頻率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報導篇數 2 11 10 4 9 17 8 14 14 21 21 15 26 37 42 64 80 96 59 41 54

效益（P） 1 2 2 0 0 0 0 0 1 5 0 2 4 0 5 2 9 17 7 10 14

效益（N） 0 0 0 0 3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生意（P） 0 3 0 0 5 3 5 1 4 7 0 3 20 11 18 12 20 37 7 20 14

生意（N） 0 0 0 0 0 0 0 1 0 4 0 1 0 0 0 0 0 0 0 0 0

新自由主
義論述

1 5 2 0 5 3 5 1 5 12 0 5 24 11 23 14 29 54 14 30 28

保育（P） 1 1 2 4 1 3 3 3 1 3 11 6 17 8 25 25 35 64 51 22 42

保育（N）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快樂（P）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3 4 4 10 12 2 0 4 3

快樂（N）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後物質主
義論述

1 1 2 4 1 3 3 3 1 4 11 7 20 12 29 35 47 66 51 26 45

地產霸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1 4 2 1 0 0 2

人情味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4 3 0 7 6 2 8 0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從表1可以看到，「保育」字眼在1998到2018年間從未缺席，而從早期「保

育」字眼與「水土」、「自然」等詞語搭配使用可以看出，這很可能與環保論述 

早在香港扎根有關gn。不過，我們依然可以清楚看到2010年前後「保育」字眼

出現明顯的增長並且出現了「保育農業」、「保育人士」、「保育運動」等詞語；

而「快樂」字眼在2009年前甚至不跟農業論述有關聯，但是在這之後亦開始零

星出現。同理，「人情味」和「地產霸權」雖然出現頻率不高，但是亦主要分布

在2010年後的報導中。整體來看，2010年後，以「保育」和「快樂」為代表的後

物質主義論述包，在量化層面上整體超越了以「效益」和「生意」為代表的新自

由主義論述包。這在一定程度上確認了關於香港農業的媒體論述出現了後物

質主義的轉向。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論述包也在2010年後出現了增長。造

成這一變化的原因可能是隨着媒體日益關注本土農業，作為一門產業的農

業，其發展狀況也就愈多機會被探討。這也表明了兩個論述包之間存在競爭

關係，而不是隨着後物質主義的轉向，新自由主義論述就全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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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自由主義主體論述與中產文化的規訓

（一）「自我企業家」

在2010年前，採納新自由主義論述包的媒體報導大抵把農業歸於經濟生

產類別，其重心離不開盈利的問題；農夫的形象亦只區分為傳統農業領域中

專注於直接生產的農夫和滿足新興中產階級綠色生活需求的所謂「現代農

夫」。例如，在香港農業明顯式微而新的生產類型尚未冒起的時候，農業生產

被香港主流媒體形容為不合時宜的事物，「以現代的眼光看來，往日農村社會

的一切都已經落伍」（《百載鑪峯》，香港電台，1982年10月3日）。但是到了

1990年代前後，香港農夫赴中國內地經營農場成了一種新的社會趨勢，而且

有機耕作方式亦得到新興中產階級群體的青睞和政府的推廣go。對此，媒體

論述將所謂的「北上」和「有機」的農業納入到香港的商業發展邏輯中，將它們

描述為有利可圖的商機。

在這一過程中，主流媒體選擇了一批更符合「現代農夫」形象的對象進行

報導（《再造的空間》，香港電台，1993年2月20日；《新聞透視》，無線電視，

2003年1月6日），遮蔽了一大批多年來從事耕作的傳統農夫。譬如在電視節

目論述中，農夫不再是默默耕耘的體力勞動者，而是具備所謂「經濟素質」和

商業技能的經營者，有着勤於工作、善於經營、提升自我（創新）等品質。香

港電台的一集節目曾以「現代農夫」為主題採訪了北上開農場的香港農夫，其

描述更是盡顯新自由主義的「自我企業家」論調：「對新一代農民來說，耕種不

再單靠辛勤勞動，還要有生意頭腦、企業化的眼光和人事管理的能力」，並且

最後總結道，「相信憑着農民的勤奮幹勁，不斷在耕地上的摸索創新，為香港

農業帶來一個新的路向」（《香港盤旋》，香港電台，1990年7月11日）。無線

電視一集財經節目亦坦承「經濟能夠負擔的中產階級，是農莊主攻的市場」，

而且認為相應地，農夫應該了解這一自由經濟市場需求而做出策略調整，「新

派的有機農夫認為不能依靠政府開拓新市場，於是推廣和分銷有機蔬菜全部

自己負責」（《財經透視》，無線電視，2004年7月4日）。此外，新型的「現代

農夫」也被打造成洞悉高檔餐廳食材偏好、有品牌意識的商人形象，或者是懂

得用電腦科技處理訂單的專業人士形象（《新聞透視》，2011年6月11日）。

（二）中產階級的綠色生活實踐

雖然主流媒體有關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有機農業的報導主要突出其環境

友善的耕作方式以及與自然直接接觸的屬性，但是這些媒體論述更多只是在

塑造「生態企業家」，即將健康和綠色生活方式視為一種資本形式，在不創造

非資本主義經濟形式或者在不否定資本主義霸權的前提下，將有機耕作描述

為一種符合新興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綠色生活實踐。例如香港電台的一個節目

展示了有機種植同好者用悉心培育出來的植物做「生機壽司」，並且到市中心

的公園參與環保活動，期間他們亮出了用英文書寫的橫幅——“We’re lin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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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uild a greener Hong Kong”，整個畫面區別於傳統耕作的體力勞動場景，而

且同好者群體明顯是具有一定文化和經濟資本的中產階級（《再造的空間》，

1993年2月20日）。這一節目與其說將有機種植視為一種生產方式，不如說作

為一種中產階級生活實踐。

儘管2010年以來體現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論述崛起，類似的論述亦時 

有出現，只是所談之物由司空見慣的有機產品轉為更有噱頭的「水耕菜」，用

「科技」和「隔絕不淨物」的修辭來進一步包裝綠色經濟的論述（《原來錢作怪》，

香港電台，2013年7月6日），但這種強調綠色生活和健康的論述只停留在個

體生活層面，並沒有與更具公共性質取向的環境保護論述構連起來。因此，

同樣在上述有關「現代農夫」這一集電視節目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到當節目主

持人在前往農場的路上看到周遭的貨櫃時，竟然毫無反諷之意地說出：「這 

個貨櫃真是和農田相映成趣」，沒有追究背後的環境問題；而農夫亦被塑造為

更有意識地追求生活素質的人，譬如鏡頭中的農夫形象可以是穿着乾淨白襯

衫、為擁有自主決定作息和勞動節奏權利而感到滿意的中年人（《香港盤旋》，

1990年7月11日），或者是傾聽鳥鳴、感受自然和諧、享受耕種的自然之友（The  

Gastronomes，香港電台，2000年10月27日）。考慮到香港政府在1970年代開

始推廣郊野公園計劃以緩解城市化帶來的生活壓力gp，自然作為賞景運動的

對象納入這些年代興起的中產階級生活想像，這些媒體論述突出農耕與自然

的關係，事實上更符合中產階級文化對所謂「現代農夫」的期待。但是主流媒

體所呈現的這些經驗感受都是私人性的，沒有創建接點以連結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言的具有「複多性」的人gq，其實難以激起更多的公共討論。因此，

這些論述更多被動地受新自由主義主體論述和香港中產階級文化圖景的影響， 

而非積極參與另類主體的論述建構。

值得一提的是，當電視節目中出現的被訪者經驗與新自由主義論述脫節

的時候，主流媒體就試圖把論述拉回理性選擇的視角。2001年，香港電台採

訪了一位在本地大學資訊系統專業畢業後選擇全職經營農場的青年，主持人

使用「傻」和「捱窮」等措辭來追問對方為何放棄理應高薪的專業，似乎「環保」

和「體驗大自然與人的關係」還不足以使得務農的選擇顯得合理。這一節目選

擇在片頭配上有史詩般氣勢的背景音樂以營造一種「例外」的莊嚴感，並且在

結尾配上民謠《走在鄉間的小路上》，賦予故事以鄉愁情緒和田園想像（《我有

我方向》，香港電台，2001年2月18日），似乎要淡化這一被訪者的經驗對中

產階級論述規則的否定。事實上，到了2007年，面對選擇放棄城市工作、成

為農夫的大學生，媒體論述仍然離不開能否掙錢的問題，例如記者的切入問題 

依舊是「香港的農夫能否掙到錢」（《香港風華．柒拾3行》，亞洲電視，2007年 

2月11日）。有趣的是，香港電台在2010年再次找到了2001年節目中選擇務農

的這位大學生，而這一回他對農業的堅持似乎得到了認可，被形容為「太陽下

追求夢想的人」（《樂活自由人》，香港電台，2010年8月19日），這在很大程

度上論證了以下會談到的媒體論述的後物質主義轉向——從確認現實秩序到

尊重理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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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後物質主義論述轉向：在地、情動與想像

（一）公共、異質的「地方」

在菜園村事件之前，主流媒體中的農業論述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轉變。

一方面，休閒性質的農場跟隨着後工業社會的步伐到來gr，但是這類以服務

業經營模式運作的農場亦存在爭議——商業追求畢竟與受環保論述影響的生

態教育理念存在衝突，而主流媒體亦將這種矛盾悉數呈現，例如亞洲電視的

一個節目曾經以大埔嘉道理農場的自然教育活動與元朗的假日農莊對比，指

出缺乏充足資金支持的假日農莊只能依靠商業模式運營，而在滿足城市的消

費群體過程中不免與保留鄉村特色的理念產生衝突（《香港風華》，2005年5月

22日）。2007年，由於食物安全問題成為一個社會輿論的焦點，有主流媒體把

鏡頭轉向了由社區婦女組織「綠色女流」推動的以「共同購買」為名的綠色消費

行動（《時事追擊》，亞洲電視，2007年3月31日）。與之前局限於個人健康層

面的中產階級生活論調不同，所謂的「共同購買」濫觴於1960、70年代歐美和

日本的反主流文化，強調社區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繫，

因而將農業與消費正義這一公共議題接合起來gs。

但更為重要的是，以保衞天星碼頭行動為標誌的城市保育運動，形成了

一套現已被社區工作者廣泛使用的「地方創生」／「地方營造」（place-making）論

述，強調「地方」所凝聚的價值和情感、突出在地生活經驗和故事、反對資本

主義權力關係下抽象的空間發展規劃gt。主流媒體呈現的農業空間，首先充

分展現了這種強調生活與故事的地方形象。譬如香港電台以「鐵路修到菜園村」 

為主題的節目展現了村民相聚在有暖黃燈光的小屋裏，一起有說有笑地吃晚

飯，然後以這個場景為背景畫面，插入了村民往昔的老照片——其中包括小

孩子在菜地邊上快樂揮手的情景，並且當背景歌曲唱到「沒有家多麼坎坷」時， 

畫面轉向了被煙霧圍繞的城市建築（《鏗鏘集》，香港電台，2009年4月6日）。

這樣一來，通過場面調度和配樂的運用，這一節目營造了與城市不同、富有

人情味的鄉村生活經驗。

如果說，藉由非原居民之口表達的更多是局限於特定人群的「家」和「根」

的感情，那麼正是背景各異的外來參與者的聲音，推動香港的農業論述與更

多公共議題接合起來，並且連結了香港社會中具有「複多性」的人。譬如主流

媒體通過採訪支援本地農業的人士，明確將「本土」的概念範疇從相對封閉的

社區含義擴展到公共事務的層面，賦予「本土生產」的食物以反對資本主義 

霸權的象徵意義（Metropolitan Consumer，香港電台，2015年7月22日）。除了

「地方創生」這一焦點以外，英高赫所說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譬如要求對社區

工作有更多發言權、在城市與自然關係問題上保持平衡等亦在主流媒體上得

到呈現hk。主流媒體除了如實引述「還地於農，不要假諮詢」的口號，還多次

肯定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相關的「城鄉共生」方案，譬如通過專家之口道出「香港

有一種全球都非常欣賞的發展模式就是城鄉郊並存共融」（《鏗鏘集》，2012年

11月12日）。隨着涉及不同人士利益的土地用途問題的發酵，尖銳的公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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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學術論文 成了媒體論述的一大焦點。譬如香港電台的時事辯論節目就邀請政府相關部

門的官員、議員以及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成員同場討論，展現各方力量

的論述衝突（《城市論壇》，香港電台，2012年9月23日）；又如無線電視就在

其新聞紀實節目邀請代表不同立場的個人，包括要求檢討新界原居民丁權制

度的土地正義聯盟和原居民代表發表意見，展現土地擁有權的爭議（《新聞 

透視》，2016年2月17日）。

媒體論述中的農業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洪席耶的理論，即其展現了

連結不同的人的能力：且不說另類媒體，主流媒體的論述場域已經呈現了一

個充滿異質性的空間——原本甚少被提及的「非原居民」村民hl，成了被看得

見的「無分之人」；各色各樣的城市人除了來新界農村耕種之外（《香港本色》，

無線電視，2015年4月12日），還會參與導賞（《鏗鏘集》，2010年7月18日）

甚至是音樂會（《藝坊星期天》，香港電台，2010年11月21日）。單就媒體論

述呈現的畫面而言，農業空間不再僅僅是封閉的生產空間，而是不同的人聚

集、相遇的多功能空間，體現了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說的「空間的流

動化」hm。可以說，正是通過展現農業空間的流動性和公共性，我們看到了一

種集體的主體性正在生成——彼此差異的成員打破了新自由主義主體論述的

條條框框，將後物質主義的不同價值落實到生活層面。

（二）稻米與情動的連結

被不同立場的電視、報刊和網絡媒體多次提及的「港米」無疑是香港農業

論述中最能錨定多方議論的「有生氣之物」hn。早在1986年，香港政府漁農處

的年報關於稻作的記錄就已為零ho，昔日著名的元朗絲苗米亦已絕迹，圍繞

稻作復興的報導所激發的地方情感，有着強烈的在場感。根據2017年的報導， 

香港只有八個地方復耕稻米hp。雖然從供應層面來看，這些小農場的產量幾

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媒體論述卻給予稻米種植格外顯著的曝光頻率。

最典型的案例是2016年香港電台以「種米．種情」為題，展現了不同社會

背景的個體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共同為種植稻米作出貢獻：戴着白色頭巾、打

着耳釘的嬉皮士形象的青年農夫，數年來留守農村種菜之餘又種米，講述種

植讓他感受到的不可言喻的自由感；元朗屏山鄧氏宗族的後人用傳統的雞公

碗盛飯，追憶昔日家中元朗絲苗米的種植經歷；屬於上世紀戰後「難民農夫」

一代的老農民說起為了報答昔日老漁民的一飯之恩決定復耕稻米，並感謝一

群青年義工來到田裏幫忙收割；德國留學回來的女生毅然當起見習農夫並且

發起稻米秋收祭，在音樂和舞蹈中舉行儀式，向大地表達感恩之情。通過鏡

頭的剪輯，有着不同生活經驗的個體實現了視覺上的連結，拼湊了一個無利

可圖的後物質主義奇觀。而且這個節目展示人們的笑臉以及彼此擁抱的鏡頭， 

渲染互助友愛的氛圍，並調用豐富的電影語言以喚起觀眾的情緒，如節目一

開始就特寫稻粒，配以富有穿透力的民歌為背景音樂，並且從特寫到遠景到

航拍不斷拉遠鏡頭，營造了一種地方傳奇感。值得注意的是，節目最後的總

結肯定了青年務農體現的後物質主義價值：「以前的農夫種田是為了生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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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重返田園生活為了自由、自主，因為種田，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本土歸

屬。」（《香港故事—本土plus+》，香港電台，2016年12月3日）換言之，在主

流媒體論述中，「稻米」不再是被理性計算的經濟產物，而是承載了典型後物

質主義價值的物質，連結了異質的個體，成了激發共同感情的錨點。

然而，這是否意味着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就主導了主流媒體？事實上，主

流媒體的論述之所以肯定本地農業，更多在於這種實踐所體現的後物質主義

價值，一旦回到農業的生產消費問題，主流媒體亦時會質疑或者重申經濟理

性。譬如香港電台曾經邀請一位文化人與一位參與農業復興的青年對話，身

為文化人的嘉賓就質疑高價的本地產品是否販賣同情（《地厚天高》，香港電台， 

2012年4月30日）。換言之，主流論述意識到後物質主義的實踐可能有道德資

本主義之嫌。而早在1980年代末大力推動香港有機耕作的環保人士周兆祥也

在電視節目上重申，沒有消費能力就難以在香港選擇本地食材（《新聞透視》，

2013年8月24日）。

（三）主體的想像

除了紀實類的節目之外，香港的主流媒體近年來亦通過想像性論述談及

農業議題hq，即在其虛構的影視內容中將鄉村和農業問題作為主題背景或者

聚焦點。這一類型的媒體論述不僅可以調用創造性敍事，而且可以更靈活地

運用各種視聽語言，以更生動的手段來投射論述生產者對農業議題的想像。

譬如香港電台一套單元劇曾以「原野春夢」為題，講述一位外號叫「肥狗」的青

年耕作人如何影響一位化濃妝、戴粉色假髮的時髦女生對農業的看法（《有倉

出租》，香港電台，2016年11月21日）。劇中肥狗被賦予了一種打破邊界傾向

的「遊牧」hr主體性：本是新界宗族後代的他，從台灣學習耕種歸來後發現自

己的田地和丁權都被父親賣掉，而且被村民以為誤入黑道，最後在香港四處

租田無果，帶着村民送他的「東北豆角」的「死剩種」遠走印度耕種。整個故事

與現實的鄉村問題相呼應，構成互文性，比如失地的問題象徵着鄉村傳統被

資本閹割，而「東北豆角」暗示的是新界東北的規劃方案對農業帶來的破壞，

因而其種子被無奈地戲謔為「死剩種」（在粵語中本是粗俗的咒罵用語）。同

時，肥狗又如「認知上的不穩定無產者」（cognitive precariat）hs，他非常清楚自

己的意志，能割斷與其身處的父權社會的聯繫，將自己與世界公民的身份進

行接合，但是就如他戲說自己是「難民」一樣，他無法落地生根，只能繼續面

對新的不確定性，暗示了現實環境對其主體欲望實現的限制。

這種不穩定的論述亦出現在紀實節目的論述中，譬如無線電視曾以「半途

出家做農夫」為題採訪了一位有大學學歷的青年農夫，他笑言「其實現在這個

年代沒有哪份工作是穩定的，就好像有些電視台已經差不多啟播，突然間又

無法開台」ht，折射了置身於不穩定經濟社會環境中的主體（《星期日檔案》，

無線電視，2015年4月12日）。

總體來看，2010年以前，香港主流媒體大抵將農業視為一門生意或者服

務於中產階級利益的實踐。但是菜園村事件以後，主流媒體日漸給予另類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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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術論文 值觀以發聲的空間。這亦回應了英高赫的說法，即主流媒體並不是一味偏向

主流的價值觀念，也會傳播另類的生活觀念ik。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這

種變化看作香港社會的後物質主義價值從城市社區延伸至農業空間，而菜園

村事件則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傳播契機。更重要的是，主流媒體關於農業空間

的後物質主義論述，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日益豐富。媒體論述對現有

新自由主義空間規劃的明確質疑，以及對「地方創生」、「城鄉共生」的社會構

想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已然體現後物質主義價值的另類主體論述挑戰了新

自由主義治理所建構的「自我企業家」主體論述。

六　另類媒體與受眾回應

不同於主流媒體對農業空間進行景觀式呈現，不少另類媒體論述突出自

身與農業群體的協作性質，試圖建構一幅共同參與的空間圖景，並且兼備了

訴諸身體的情感敍事和推理判斷性質的分析。譬如獨立紀錄片《鐵怒沿線》和

《收割，開路！》皆呈現了受城市發展規劃影響的新界鄉村情景，如前者以菜

園村事件為主線，後者以新界東北發展規劃為背景。然而，更重要的是，兩

部影片在敍事之外，都記錄了村民、農夫瑣碎的日常生活節奏，並且皆展示

了外來的青年志願者或者拍攝者本人與村民的對話以及互動，營造了一種共

同的在場感。值得注意的是，另類媒體論述並不僅僅聚焦「地方創生」的說

法，它亦成為一個論述建構的平台，允許農業群體在列斐伏爾所言的「構想」

層面的「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問題上il，嘗試正面挑戰新自由

主義那套從屬於經濟發展邏輯的空間權力關係，如通過《立場新聞》和《獨立媒

體》等網絡另類媒體，講述農業政策、規章和本地農業的發展軌迹等im，或者

通過如《種植香港》雜誌和《水耕透視：香港水耕產業研究》這樣的獨立出版物， 

結合文獻、田野考察和問卷調查等方式來闡述香港農業問題。支援農業的參

與者常常是主流媒體報導農業議題時的被訪對象，而當主流報導出現偏頗時， 

另類媒體亦成為這些行動者對主流媒體報導進行補充或者反駁的重要場域in。

不過，有意思的是，另類媒體亦沒有完全排斥「自我企業家」形象的農夫

在其論述場域的出現。譬如一位受過良好教育且曾做過經理的新型「現代農

夫」也成了《收割，開路！》的主角之一。這位農夫善於經營自身形象，除了為

奪得「綠星級環保大獎」拍攝宣傳片，還積極參與農業團體組織的活動。不

過，正是通過展示這樣一位毋庸置疑符合「自我企業家」形象的農夫的處境，

該影片導演陳浩倫更深刻地表明了香港政治經濟結構對農業的打擊，「他很想

走出那個世界，將農業帶到一些地方。但是一個這樣的人都容不下，一個這

樣圓滑的人都容不下。即是那種親疏有別的政治文化就令這種想認真、商業

性地做農業的人都撐不住」io。

至於受眾對媒體論述的接受程度，就如霍爾（Stuart Hall）所言，受眾對媒

體信息的解讀受制於自身的知識架構、身處的生產關係和社會的技術配置ip。 

筆者通過訪談發現，不乏有投身農業保育陣營的參與者一開始受到媒體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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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物質主義傾向的農業論述影響，產生共鳴或好奇心iq；亦有年輕人一方面

通過媒體接觸到本土農業議題，乃至曾經到訪受發展規劃影響的新界鄉村，

認同農業作為一種多元生活方式或者一種反對資本主義霸權的方式的存在價

值，另一方面認為該議題始終並不迫切，自身並不會因此作出改變ir，以及

考慮到社會的經濟構成，對農業復興的可能性始終抱有狐疑態度is；也有身

為原居民的青年人認為媒體往往把原居民呈現為只顧自己利益的形象，因被

片面「代表」而感到尷尬it。儘管這些受眾的解讀不一，對生產關係的變革亦

未有一致的樂觀展望，然而，他們對農業自身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理念的認

知，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體現了媒體論述對社會想像的改變。

七　結語

從整體社會變遷來看，香港農業青年的實踐可被視為後工業時代追求後

物質主義價值的新社會運動或者反霸權行動。要在一個土地資源配置問題備

受關注、新自由主義論述早已扎根的大都會中打破主流的城鄉關係、生計及

生活方式認知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業群體必須直面的要務。大眾媒體不

僅記錄、折射社會的變遷，更是各方社會力量建構、傳播自身理念的場域，

亦即意味着農業群體需要在媒體中爭取到其「現身」（presence）的空間jk。為

了了解香港社會輿論中對農業空間的認知和想像，以及這種認知和想像與農

業群體的行動的關係，跟以往研究將重點放在具體的農業實踐上不同，本研

究聚焦於主流及另類媒體對農業空間的論述。上述研究發現，就論述層面而

言，主流意識形態對農業的認知與想像實際上出現了轉變——儘管強調經濟

效益的新自由主義論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延續至今並未消退，90年代以來

興起的綠色生活論述亦更多被納入中產階級的生活想像，但是大約在2010年

後，城市保育運動延伸至農業空間，反對發展主義以及強調地方情感的論述

增強，而且這種抗衡新自由主義霸權的論述與更多樣的社會議題接合，如土

地擁有權等。固然，另類媒體是農業群體正面闡發自身立場、挑戰現有霸權

體制的主要陣地，但主流媒體亦給予這些反霸權論述一定的傳播空間。

然而，這一研究發現目前僅僅局限於香港農業的領域，這很有可能表明

了農業在整體上被置於香港社會的生產領域之外，只是作為一種小規模、反

主流的亞文化。與此同時，儘管符合新自由主義價值的中產階級主體論述在

2010年後相對讓位給後物質主義的主體論述，但是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中產階

級文化的區分標準自身也是變動的。實際上，近年來媒體論述的情感化敍事

與影像風格也在很大程度體現了香港中產文化價值和審美的變化，而這是以

經濟生產領域沒有受到顯著挑戰為前提的。此外，媒體論述呈現出來的後物

質主義價值觀念內部是多元異質的，也表明了不同於傳統的農民學，香港的

案例呈現了一個內部異質的農業群體，而且其農業空間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

了列斐伏爾所言的流動性。然而，懷舊、消費正義、社區／地方創生、自由價

值、感恩等元素內部能否形成一個一致的框架是讓人懷疑的。不過，後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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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主義論述內部沒有達成共識，是否意味着它就不具有抗衡新自由主義主體論

述的能力呢？那也不盡然。已有的研究文獻亦表明了後物質主義觀念的變遷

涉及一代人的「感覺結構」的變化，若然後物質主義價值在代際之間、在不同

領域之間繼續延展，那麼它與佔據着霸權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價值之間的張力

關係亦會隨之改變。這一問題需要未來長期的觀察與實證分析，在此不再展

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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